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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礼记·儒行》的再经典化及其意义诠释

蔡 杰

摘要:宋儒提出《礼记·儒行》非圣人之言以后,宋元明清七八百年间,《儒行》受到普遍的质疑。其间虽有

明末清初黄道周、李二曲等肯定《儒行》的价值,尤其是黄道周作《儒行集传》为《儒行》与“儒”正名,但质疑

的声音仍占主流,随着王夫之、陆奎勋、姚际恒等人的诠释,使质疑愈演愈烈。晚清儒者对《儒行》经典的重

新确立有一个内在过程,可追溯至李光坡、孔广森等对宋学的批评。晚清陈澧、文廷式、廖平等处理《儒行》

与孔门七十子的关系问题,至康有为直接将《儒行》视为孔子之教理,最终恢复《儒行》的经典权威性。此后

《儒行》的诠释进入两个重要阶段:由于时代的迫切需要,章太炎、林纾等极力推崇《儒行》的刚猛气节,但有

失《儒行》原旨;因而有唐文治、熊十力、刘咸炘等作出批评与纠正,试图将《儒行》的诠释拉回纯正的儒家思

想当中,体现了坚守儒门正旨的保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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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诠释史上看,《礼记·儒行》在宋明时期受到理学家的质疑,却获得晚清民国学者的普遍推

崇。前后二者相映成趣,堪称儒学史上的一段公案。事实上,《儒行》不仅仅是文本可靠性的问题,还
关乎儒家对“儒”的自我认知,应该说后者才是《儒行》受到质疑或推崇的本质原因。学界对宋儒质疑

《儒行》的问题已有一定的关注,而对晚清民国学者推崇《儒行》现象的研究,在儒学史上也是一件具有

重大意义的事情。

一、质疑《儒行》:理学的冲击与明清的突破

《儒行》是不是孔子之言? 我们一般会将这一质疑追溯到北宋李觏,不过唐代来鹄也明确提到过

对《儒行》的否定。来鹄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实际问题而发,认为世俗观念中的儒士(文士)无用,儒
书(言书)无用。来鹄主张孔子观念中的“儒”没有限制性的标准,因而《论语》所谓“君子儒”“小人儒”,
《儒行》的“十五儒”都不是孔子之言①。可以这么理解,来鹄对《儒行》的否定,是在唐代佛老盛行而儒

学没落的大背景下,对儒家“五经”的实用性产生的质疑,从而波及《儒行》。所以能够确定的是,来鹄

此说并不是专为《儒行》的义理而发,这与后世理学视域中的宋儒观点是有较大差别的。

由此,若将对《儒行》的质疑追溯到北宋李觏,也没有根本性的错误。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儒行》

一直都是权威文本,即便是到了北宋初年,朝廷仍以《儒行》与《中庸》《大学》一同颁赐近臣以及新第举

人、进士,说明《儒行》仍是受到官方认可的。但是随着北宋理学的兴起,李觏、二程、吕大临等纷纷质

 
收稿日期:2019 06 07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18RWZD08)。
作者简介:蔡杰,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北京100084;363596527@qq.com)

① 来鹄:《儒义说》,《全唐文新编》(第4部第3册),周绍良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9972页。

261



疑《儒行》文本①。其观点无非是认为《儒行》具有夸大矜张之气,不是温柔敦厚或洁静精微的风格。
在宋儒眼中,儒者的气质应当是温柔、雍容、敦厚、精微的,由此他们质疑《儒行》不是孔子之言,而是战

国豪士的言论。
从思想内容上看,《儒行》偏重于讲述儒者的实践力行,不太符合宋儒好谈性理的品味。所以分析

《儒行》受宋儒质疑的原因,可概括为两点:一方面,在宋儒的时代需要本体心性上的理论建构,所以

《周易》和《中庸》一类的文献是受欢迎的,而《儒行》则相对不受待见;另一方面,宋代整体的风格守柔,
他们对汉学不仅仅是不满于汉学的注经方法,也不满于汉学的思想主张和性情特点。所以宋儒对汉

代一些刚毅的儒者也就有一定偏见,《儒行》处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受到质疑反而是情理之中。
在官方层面,至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朝廷仍欲颁赐新晋进士《儒行》《中庸》,而颇有功于南

宋朝纲文化建制的高闶上疏劝止②。高闶的理由基本上沿袭北宋诸儒的观点,直接将《儒行》排除在

圣学之外,认为这是孔门异说。自此,对《儒行》的质疑上升到官方,此后再无颁赐《儒行》的事例,《儒
行》的政治地位无复谈起③。

由于程朱理学后来成为显学,《儒行》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在晚清之前,历代儒者

大部分是因袭宋儒旧说。对《儒行》的质疑,在宋明理学的学术氛围中几成定论。但是宋元明清的七

八百年之间也有极个别的声音,肯定《儒行》是圣人之言,并试图重建《儒行》的权威经典地位,此人就

是晚明黄道周。黄道周在重整明朝司经局时,作《儒行集传》一书进呈于皇帝,并拟为太子讲授。黄道

周的《儒行集传》是古代现存唯一一部单篇别行的《儒行》诠释著作,其开篇即为《儒行》与“儒”正名,论
证《儒行》符合孔子思想,此书所蕴含的经学价值是巨大的,也是《儒行》诠释所绕不开的经典之作④。

除了黄道周作《儒行集传》对《儒行》的正面肯定之外,清初李二曲也有间接肯定与赞赏《儒行》的
言论。李二曲说:“士人儒服儒言,咸名曰儒,抑知儒之所以为儒,原自有在也。夫儒服儒言,未必真

儒,行儒之行,始为真儒,则《儒行》不可以不之监也。是篇杂在《礼记》,兹谨表岀,以式同志。懿德之

好,人有同然,诚因观生感,因感生奋,躬体力践,有儒之实,斯儒服儒言无媿儒之名矣。”⑤李二曲虽然

没有批判宋儒的观点以及论证《儒行》文本的可靠性,但是他的观点有一层潜在的意思,就是认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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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提出:“《儒行》非孔子之言也,盖战国时豪士所以高世之节耳。……考一篇之内,虽时与圣人合,而称说多过,其施于父

子、兄弟、夫妇,若家,若国,若天下,粹美之道则无见矣。”(见《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7页。)二程认为《儒行》
“煞害义理,恰限《易》便只洁静精微了却,《诗》便只温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儒行》之篇,此书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

所为夸大之说,观孔子平日语言,有如是者否?”“《礼记》之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见程颢、程颐:《二程

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4、177、1201页。)其弟子吕大临也跟着说:“此篇之说,有夸大胜人之气,少雍

容深厚之风,窃意末世儒者将以自尊其教,谓‘孔子言之’,殊可疑。”(见吕大临等著,陈俊民辑校:《儒行第四十一》,《蓝田吕氏

遗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60页。)
见《宋史·高闶传》。此事应在高宗绍兴五年,非在元年。《宋史·高闶传》载“绍兴元年,以上舍选赐进士第。执政荐之,
召为秘书省正字。时将赐新进士《儒行》《中庸》篇,闶奏《儒行》词说不醇,请止赐《中庸》,庶几学者得知圣学渊源,而不惑

于他说,从之”,说的是高闶在绍兴元年为进士,而召为秘书省正字已是后来的事。根据有相关记载,此事应在高宗绍兴五

年九月二十二日,高闶上奏疏:“《儒行》虽间与圣人之意合,而其词类战国纵横之学,盖汉儒杂记,决非圣人格言。”(见楼

钥:《攻愧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32页。)
清代陈澧也曾对这一历史事件做过评述:“《宋史·张泊传》云‘太宗令以《儒行》刻于服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玉海》卷
五十五亦载此事,又载‘祥符二年,复以《儒行》赐亲民厘务文臣其幕职州县官使臣赐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閤门辞日给之,又
载‘绍兴十八年,御书《儒行》赐进士王佐等’。宋时重《儒行》如此,《宋史·高闶传》云‘时将赐进士《儒行》《中庸》篇,闶奏

《儒行》词说不醇,请止赐《中庸》’,盖至是而讥议《儒行》之说,上达于人主矣。”(见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九,清光绪刻本,
第9页。)
关于黄道周《儒行集传》的诠释方法与义理思想,参见林庆彰《黄道周的<儒行集传>及其时代意义》,《明代经学研究论集

(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或拙文《成德与举贤———晚明黄道周对<儒行>篇的独到诠释》(未刊稿),
本文在此不再详细展开。
李二曲:《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10页。



行》记载了真儒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恰恰能够决定真儒的本质,是相对于儒服、儒言、儒名等外在形式

而言的。所以可以确定的是,李二曲认为《儒行》体现的是真儒,并且他也提出《儒行》是“粹语至论”,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是孔子之言,但可以看出李二曲对《儒行》的态度是比较肯定的①。

在宋明理学浓厚的思想氛围下,像黄道周、李二曲这样极个别的声音,也仅是出现在明末清初时

期解构理学的思潮当中;总体而言,宋元明清时期对《儒行》还是以质疑为主。譬如四库馆臣在提要中

对黄道周《儒行集传》的评价,其实也隐含着宋儒式的质疑:“《儒行》,先儒讥其不纯,以为非孔子之言,
以其词气近于矜张,非中和气象。道周负气敢言,以直节清德见重一时,故独有取于此篇。”②这里所

谓“先儒”无疑是指李觏、二程、吕大临、高闶之徒。在提要中,四库馆臣并没有对《儒行》文本的是非做

出判断,反而说黄道周挑选《儒行》作注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即因为自身的气节德行。清儒将《儒行集

传》的成书原因归结于黄道周的“负气敢言”,而没有对宋儒观点进行评价,可以认为四库馆臣是默认

宋儒旧说的。
即便是明末清初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质疑《儒行》的声音仍然是占主流。譬如与黄道周、李二曲同

时代的王夫之就持宋儒旧说,认为《儒行》“词旨夸诞,略与东方朔、扬雄俳谐之言相似。……盖于《戴
记》四十九篇之中独具疵戾,而不足与五经之教相为并列”③。比宋儒更为刻薄,王夫之将《儒行》视为

《礼记》中的唯一瑕疵,并认为此是汉代人所作,而非宋儒所质疑的战国儒士。到了清代陆奎勋比王夫

之更进一步,提出《礼记》中多篇均为汉儒所作:“《戴记》中《表记》《缁衣》之属,孰非汉儒所推衍者? 何

独于《儒行》而疑之?”④更有甚者,姚际恒认为《儒行》本于老庄之意,是效仿《庄子》而作⑤。姚氏之说

堪称新奇,他实际上是从文本写法的角度,去界定该文本义理思想的归属;具体而言,是将《儒行》判定

为符合《庄子》文本的写法,由此推论出《儒行》属于道家。在辞章层面上讨论义理的问题,这种论证方

法显然不足以成立。从文本辞章角度上看,姚说有一定的突破性,但在思想义理层面上并没有比宋儒

更加高明。
至此,我们可以离析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从宋儒到清儒的诠释中,《儒行》与孔子、孔门七

十子及战国儒者、汉儒的关系问题,已经逐渐浮现出来;二、入清之后,从王夫之到姚际恒的《儒行》判
断,距离宋儒越来越远,其观点也越来越离谱,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在这种新奇之说当中,似乎

已经蕴含着最终进行反思与批驳的种子。

二、经典再确立:儒学思想的博大精深

从儒家经典诠释的角度,当我们看到晚清民国学者对《儒行》的推崇现象时,通过仔细研究会发

现,自宋儒的质疑至晚清的推崇之间,其实有一个逐渐演变的内在过程。这一演变过程的内在理路很

是值得注意,因为晚清时期对《儒行》的推崇,并不仅仅是当时的外在因素一蹴而就的。
在明末清初时期的理学面临解构之后,晚清学者对《儒行》的肯定,可以追溯到清学的治学风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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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曲相对肯定《礼记》中多篇语录的经典地位,他说:“子云‘不学礼,无以立’,则《礼》为初学入德之门,不可以不先之者

也。中间虽多汉儒附会,然《曲礼》《檀弓》《学记》《表记》《坊记》《儒行》《乐记》等篇,多粹语至论,宜日读一过以薰心。”(见
李二曲:《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5页。)
纪昀等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70页。
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457页。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九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0页。
姚际恒提出:“战国之时,墨子常非儒,故后之儒士作为此篇以尊儒,而名《儒行》,然依倣《庄子·田子方》篇鲁哀公与庄子

论儒服之说为发端,实原本于老庄之意,宜其篇中所言,轻世肆志,迂阔陂僻,鲜有合于圣人之道也。夫庄子非哀公之世,
所言寓言十九,此亦甚明,安可本之为说? 辑《礼》者但以其名尊儒而收之,岂不误与?”(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九十六,
《续修四库全书》第1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0页。)



中。清学的特点是反对宋学而推崇汉学,那么如此学术风格也开始决定了清儒对《儒行》的改观。较

早在《儒行》问题上反对宋学的有李光地的胞弟李光坡,李光坡略小于李二曲,他虽然没有全面批判宋

学,但是在《儒行》的问题上已十分明确地提出质疑宋儒旧说的观点。对宋儒旧说的一连串反问,正是

告诫世人为学须切身体察,方能立论,万万不可盲从旧说、人云亦云①。李光坡对《儒行》的观点,一方

面体现了明末清初以来的实学特点,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清代质疑宋儒旧说的先河。结合黄道周与李

二曲对《儒行》的肯定的历史事件,可以判断,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的兴起源自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
以及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思。李光坡的质疑与反思在百年后的清学全面兴盛之际,体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乾嘉学派”的朴学大师孔广森。

孔广森是赞同《儒行》不合中庸思想的,这一点与宋儒并无二致;他对《儒行》的肯定,主要是建立

在对宋学的强烈批判上面②。孔广森等一批朴学家推崇汉学,批判宋学,对二者的态度极其鲜明,所
以宋儒所反对的,孔广森则相应地作出辩护。那么,对孔广森这段话的理解,就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
是对《儒行》的正面辩护,二是对宋儒的强烈批判。其一,孔广森认为至上之圣人的思想才是中庸,而
《儒行》讲的是一般儒者贤人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儒行》纵然不是儒家最高的精神体现,但也是符

合儒门宗旨的。其二,比较于圣人的中庸思想,孔广森认为三代与两汉贤者是过之,而宋儒是不及,这
就说明过之者所做工夫已经到位,而不及者所做工夫尚且不足,于是得出结论:宋儒远远不如三代与

两汉的贤者③。
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孔广森对《儒行》的论证,其实是基于扬汉反宋的立场,亦即只是附带性地

肯定了《儒行》。他认为《儒行》并不符合圣人的中庸思想,这一观点其实仍未突破宋儒旧说,比于晚明

黄道周的视野与见识是远远不如的,比之李二曲的观点亦有所不及。但李光坡与孔广森对《儒行》在
认识上的突破,可以作为宋儒的质疑至晚清的推崇之间的过渡形态。

李光坡与孔广森等人的观点再进一步,就接近于晚清时期对《儒行》的肯定态度。如果说孔广森

处理的是《儒行》与汉儒的关系问题,那么晚清的文廷式、廖平等人则开始着手处理《儒行》与孔门七十

子及战国儒者的关系问题,亦即把《儒行》的作者推进到战国儒者,将其内容所记录的言行确定为孔门

七十子。文廷式的思想可以溯源到其师陈澧,陈澧提出《儒行》对先秦时期儒风的整肃大有助益,因为

春秋战国时期世风大变,诸子争鸣,百家林立,于是有了道、墨、名、法与儒的派别,“儒”是当时世人用

来定义孟荀这一派的,所以陈澧其实是指出了《儒行》与战国儒者具有密切关系④。值得注意的是,陈
澧此说与宋儒的战国儒士所作说,其实并无二致,但是由于《儒行》在宋元明清的认识发展中,其所受

到的质疑愈演愈烈,所以陈澧的观点是一种往源头逐步回溯过程中的可靠选择,———因为很难在过度

质疑的学术环境中,一蹴而就地认定《儒行》就是孔子所作,———所以笔者认为陈澧对《儒行》是持一种

肯定的态度,这是与宋儒不同的地方。
作为陈澧的弟子,文廷式的思想受到其师的影响比较明显,在《儒行》的问题上继承了其师陈澧的

观点,并将其进一步明朗化。文廷式的论述基本可以概括为两点:一、《儒行》并非孔子之言,而是战国

儒者托名于孔子而作,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战国时期百家林立,其他学派攻击儒家,战国儒者以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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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光坡:《礼记述注》卷二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18页。
孔广森:《礼学卮言》卷五,清顨轩孔氏所著书本,第13、14页。
孔广森对宋儒的批判可谓不留余力,“东汉士君子于《儒行》,多有其一节,宋以后人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貌为中庸,而其

流弊,志行畏葸,识见浅近,遂至去凡人间不以寸。若乃贤者之过,能俯而就固善己,不能俯而就则其过必日甚,其过日甚

则其高世必愈远,其制行必愈难,虽不合乎圣人,不犹足以矫厉风俗乎哉?”(见孔广森:《礼学卮言》卷五,清顨轩孔氏所著

书本,第十四页。)孔氏此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末清初之后儒学世俗化的发展态势,孔广森试图借助《儒行》以此矫正

世风。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九,清光绪刻本,第10页。



出回应;二、《儒行》的内容记录的是孔门七十子的行为,体现了孔子教化的广博多样性,之所以如此的

原因是以孔门七十子多样化的行为,来整肃儒风,确立儒家学派的标准①。文廷式也正是据此批判宋

儒见识的狭隘单一,因为宋儒只是将儒家风格归为中庸,不知孔子的教化其实是十分广博多样的。
文廷式的观点在晚清学者中很有代表性,与其几乎同时的廖平也持类似观点。廖平指出“‘哀公

问曰敢问儒行’至‘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下分十六门,韩子云‘儒分为八’,此其倍数”,其说从数

的角度出发,论证《儒行》十六儒正是记录“儒分为八”的孔门七十子的言行,其实是处理了《儒行》与孔

门七十子的关系问题②。
如果说孔广森处理的是《儒行》与汉儒的关系问题,文廷式、廖平等人处理的是《儒行》与孔门七十

子及战国儒者的关系问题,那么最终重新确立《儒行》经典地位的是康有为,是他解决了《儒行》与孔子

的关系问题。在晚清时期,康有为率先将《儒行》定为孔子的教理,并批判宋儒的见识狭隘,不识圣人

思想的博大精深:
此篇是孔子为其教所定之行,如佛之有百法明门,禅之有百丈法规。考后汉人行谊,皆

与之合,而程子讥为汉儒之说,此不知孔子教术之大者也。如‘儒有上不臣天子’,樊英实行

之,而朱子以为行之大过矣。人性万品而以一律限之,自谓析理于秋毫,岂知圣人之理广博

无量,不可以一端尽哉?③

虽然文廷式也将《儒行》与孔教关联起来,但是康有为更进一步将《儒行》确定为孔子所作,视为孔

教的行为规范。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所以在其教化之下,孔门弟子们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气质,因为弟

子们很难全盘继承圣人的思想,所以多样化的弟子们正好体现了圣人思想的广博性。在晚清儒者看

来,宋儒的见识褊狭单一,这是宋儒所自称的“纯”,而宋儒所认定的杂质在晚清儒者看来,其实都可以

纳入到孔子的思想当中,因为像康有为就认为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甚至是无所不包的。并且,康有

为还特别看重《儒行》,认为“能传孔子之学者,《戴记》《中庸》《大学》《王制》《礼运》《儒行》”,在此基础

上,康有为甚至提出以《儒行》《大学》《礼运》《中庸》四篇代替宋儒的“四书”④。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民国时期《儒行》受到普遍推崇的现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个

逐步演进的内在过程,最终才重新确立起《儒行》的经典地位。

三、时代的诉求:对儒门刚猛气节的青睐

在《儒行》的经典权威性重新确立之后,后续的《儒行》诠释还有两个重要阶段:首先是在特殊时代

的诉求当中,对儒门刚猛气节的推崇,这是《儒行》在晚清民国时期受到格外青睐的重要原因;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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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十三,民国三十二年刻本,第19页。
廖平:《礼记识》,《廖平全集》(五),舒大刚、杨世文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54页。文廷式与廖平的观点,
比于现代学者所主张的《儒行》属于漆雕氏一派,可谓更为高明,因为《儒行》的内容丰富,并不止刚毅勇猛的风格,所以其

涵括的孔门言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仅限于漆雕氏一派。持《儒行》属于漆雕氏一派的说法的代表人物有蒙文通、郭
沫若等人,其说应是从文廷式、廖平等人的观点发展出来的。蒙文通相对谨慎地提出“《儒行》一篇,凡十七义,而合乎游侠

之事,十有一焉,得不谓为漆雕氏之儒之所传乎?”(见蒙文通:《先秦诸子与理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74页。)蒙文通只是认为《儒行》是漆雕氏一派所传,并不是说《儒行》是漆雕氏所作,而郭沫若进一步提出:“《礼记》有《儒
行》盛称儒者之刚毅特立,或许也就是这一派儒者(按:漆雕氏之儒)的典籍。”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郭沫若全集》第二卷《历史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9页。)从人物关系上看,廖平是蒙文通的老师,郭沫若与

蒙文通有密切的交集,彼此之间的思想见解应该有相互的影响。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姜义华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姜义华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康有为的“新四书”提议,是其1910
年致梁启超的信中提出的,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



对《儒行》的诠释过度侧重于刚猛气节的阐发,后续儒者对此做了重订,使《儒行》的诠释回归儒门

正旨。
与康有为类似,章太炎晚年也提出自己的“新四书”观,即提倡《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

篇①。章太炎还主张《大学》要与《儒行》放在一起读,理由是“若缺少刚气,即《孝经》《大学》所说完全

做到,犹不足以自立。……《儒行》言人事,《大学》言修齐治平之道”②。再后来,熊十力也十分重视

《儒行》,同样主张《大学》与《儒行》一起读,因为“《大学》《儒行》二篇皆贯穿群经,而撮其要最,详其条

贯,揭其宗旨,博大宏深,盖皆以简少之文,而摄无量义也。……经旨广博,《大学》为之总括,三纲八

目,范围天地,乾坤可毁,此理不易。续述《儒行》,皆人生之至正至常,不可不力践者”③。章氏和熊氏

都看中《大学》的讲义理、《儒行》的重实践,这两篇的内容恰好形成一种互补关系,相辅相成。当然,章
太炎的《儒行》观与熊十力不尽相同,章太炎的思想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而熊十力的《儒行》观可能会更

加接近儒门正旨,二者可视为后续《儒行》诠释发展的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
章太炎对《儒行》的推崇,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影响很大,乃至在整个经学史上也会具有一定意义,

这也是后来陈柱与熊十力等在《儒行》诠释中格外看重章太炎观点的原因,并分别对其有针对性的讨

论或批评。章太炎认为“《儒行》所说十五儒,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儒专守柔,即生许多弊病”,他
所看重的其实是《儒行》特有的刚猛侠气④。在晚清民国时节,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许多进步思

想家试图通过提倡刚毅、勇猛、进取等价值观念,改变国民的软弱麻木的奴性,这是晚清民国时期《儒
行》受到普遍推崇的时代原因。例如张灏曾指出梁启超对现代国民的人格理想“已经掺杂了一些西方

的价值观念,如自由权利、冒险进取、尚武、生利分利等”;再如梁漱溟甚至提出“刚之一义可以统括孔

子全部哲学”,可谓惊世之语⑤。不过在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中,能够培养国民刚毅气节的方法并不

仅限于儒家的《儒行》,像墨家学派也带有一股侠气,于是有孙诒让撰《墨子闲诂》欲补救国民之萎靡,
但是章太炎认为墨家思想的宗教性过于浓厚,担心最终会酿成西方那样的宗教战争,所以章太炎舍

《墨子》而提倡《儒行》⑥。
国难当头,章太炎以革命者的姿态倡导激进、狂热、壮烈的精神意志。在他提炼出《儒行》有“高

隐”和“任侠”两种品质之后,便主张“高隐”不必用,而独取“任侠”之风。章太炎指出:
周濂溪、程明道开宋朝一代学风,《儒林》《道学》二传,鲜有奇节伟行之士,一遇危难,亦

不能尽力抵抗,较之东汉,相去甚远。大概《儒行》一篇,无高远玄奥之语,其精神汉人均能做

761

晚清民国《礼记·儒行》的再经典化及其意义诠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新四书”中仍有《中庸》,而章太炎的“新四书”已经排除了《中庸》,这与他反对宋儒的柔退而提倡

刚毅侠气具有重要关系,这一点下文会再进行展开。
章太炎:《<儒行>要旨》,原载《国学商兑》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本文自《章太炎讲国学》,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

126页。
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章太炎:《<儒行>要旨》,原载《国学商兑》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本文自《章太炎讲国学》,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

126页。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梁漱溟:《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3页。
章太炎对孙诒让撰《墨子闲诂》一书有深刻的洞见,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孙诒让的救世方案的不可靠性,他说:“近人病

儒者之柔,欲以墨子之道矫之,孙仲容先生首撰《墨子闲诂》以为倡,初意欲施之于用,养成风气,补救萎靡。不意后人专注

力于经上下、《经说》上下论理学上之研究,致孙氏辈一番救世之心,湮没不彰。然使墨子之说果行,尊天明鬼,使人迷信,
充其极,造成宗教上之强国,一如摩哈默德之天方,则宗教之争,必难幸免。欧洲十字军之祸,行且见之东方。且近人智过

往昔,天志压人,未必乐从。以故孙氏辈救世之心,固可敬佩,而揭橥号召,亦未必尽善也。窃以为与其提倡墨子,不如提

倡《儒行》。《儒行》讲解明白,养成惯习,六国任侠之风、两汉高尚之行,不难见之于今。转弱为强,当可立致。即有流弊,
亦不过造成几个危害不甚重大之暴人,较之宗教战争,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也。”见章太炎:《<儒行>要旨》,原载《国学商

兑》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本文自《章太炎讲国学》,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到。高隐一流,非所宜于今日,而任侠之风,非提倡不可也。①

章太炎对宋儒的柔退性格提出了强烈批评,因为宋儒一味地重视儒家的中庸精神,而丧失刚毅勇

猛之气。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不能再空谈高远玄奥的性理,而是迫切需要奇节伟行、刚毅勇猛之士,所
以章太炎认为柔退性格十分不适合于晚清民国时期,这也是他提出的“新四书”说将《中庸》这一篇经

典排除在外的根本原因。需要注意的是,章太炎在此对宋儒的批判,与清代李光坡、孔广森等人对宋

学的批判有一定区别,晚清民国学者对《儒行》的诠释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其诠释宗旨带有鲜明且深

刻的时代诉求。
除了章太炎之外,林纾等人对《儒行》的阐发也具有类似的倾向。在《儒行》“爱其死而有待”一句

的义理阐发上,林纾批判近代以来的鄙儒贪恋性命、委曲苟活的无耻行为,极力推崇儒者之勇,并将此

视为《儒行》的圣节气概,因而在历史人物的案例上,林纾极力颂扬文天祥的气节,并点名批评王铎、龚
鼎孳、钱谦益之流②。

至此,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经典诠释与现实诉求之间形成了巨大张

力。具体而言,章太炎等人所需要的只是《儒行》的刚毅勇猛之气,但《儒行》的思想内容并不只是激进

的、狂热的、壮烈的精神意志,而是总体上体现为原始儒家所重视的力行求仁的品质。也就是说,《儒
行》并不是章太炎的目的,只是他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墨家思想去除所谓宗

教性,章太炎同样会青睐之。所以能够断定,章太炎的目的并非以儒家思想救世。从《儒行》的诠释角

度看,宋儒只看到《儒行》的勇猛刚气,晚明黄道周较为全面地看到了《儒行》求仁行仁的本质,而章太

炎对《儒行》的理解其实与宋儒并无二致,其区别只是在于宋儒反对刚猛,而章太炎赞赏刚猛。因此,
可以说章太炎对《儒行》的理解与体会,实际上并没有比宋儒更为深入,只是立场与态度刚好相反而

已,这也是熊十力对章太炎的观点提出批评的地方。

四、重订与回归:坚守纯正的儒门要旨

如果说《儒行》在晚清民国时期受到普遍推崇,是因为其思想内容含有较为独特的刚猛之气,那么

从《儒行》的诠释角度上看,过度侧重于刚猛气节的义理阐发,则很容易流于表面,甚至会导致过度诠

释。笔者认为,章太炎对《儒行》的推崇与阐发就有这方面的缺陷,而熊十力即提出批评:
章炳麟谓《儒行》坚苦慷慨,大抵高隐、任侠二种。若然,则枯槁与尚气者皆能之,何足为

儒? 何可语于圣神参赞位育之盛? 圣神者,孟子云“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细玩《儒行》,证其

如是。夫百行一本于仁,自立身而推之辅世,细行不堕,大行不滞,如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及

不临深,不加少,同弗与,异弗非等,此是参赞位育本领,何滞碍之有? 其迹间有似于隐与侠,
要不可谓《儒行》止乎此也。夫《儒行》大矣,章氏何足以知之? ……近时章太炎嫉士习卑污,
颇思提倡《儒行》,然只以高隐、任侠二种视之,则其窥《儒行》亦太浅矣。③

熊十力对章太炎的《儒行》诠释颇不以为然,因为章太炎对《儒行》只提炼出“高隐”和“任侠”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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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章太炎:《<儒行>要旨》,原载《国学商兑》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本文自《章太炎讲国学》,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

130页。
林纾解释说“《儒行》所谓‘爱其死以有待’,彼悖眊者,以为儒者重死,凡可苟而免者,皆所谓‘待’也;不知孔疏释‘爱死以待

明时’,其说非也,果明时不可得见,乃为非义所劫制,亦将委曲求免、甘僇辱而不之耻欤? ……文文山之累败而逃,迨见获

于元,囚之数年,终不为屈,斯真能待者尔。盖儒者之勇,审于义而不务为轻侠,笃于道而无取于枭张。”见林纾:《畏庐小

品》,林薇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4950页。可以看出,林纾对儒者之勇的提倡,其实与章太炎有细微的差别,
他不像章太炎那么激进勇猛,也注意到了刚毅勇猛不宜轻狂嚣张。
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品质,这就严重偏离了《儒行》的力行求仁之旨。仁是儒门本旨,儒者的一切行为均是本于仁、发于仁,
以仁作为其背后的意志起点与行为动机,而不只是体现为表面上的“高隐”和“任侠”两种气质,所以熊

十力批评章太炎对《儒行》理解太浅。笼统而言,熊氏与章氏之所以理解有差异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

为革命派与保守派的区别。熊十力不像章太炎那么激进,相形之下,我们可以将熊氏视为保守派。虽

然熊十力提倡《儒行》的初衷与章太炎相同,都是为了救世,但是二者取法不同,熊氏较为保守,章氏十

分激进,这就决定了章太炎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的迫切需求,而熊十力则坚持《儒行》的完整大义,确守

儒门正旨,具有较为坚定的儒家立场。其实这也体现了在面对相同时代问题时,不同思想家所选择的

不同救治方法。
就《儒行》诠释的具体问题来看,后续学者的理解要比章太炎等人相对准确与保守。除了熊十力

之外,刘咸炘作《<儒行>本义》,其中就《儒行》的刚与柔的问题专门做了辩论:
夫十七条中,语义多复,是固丁宁之态,故不可以十七种严分也。约言其义,则为刚柔二

端,刚者强而有为,柔者静而有守。是二者不可以偏,偏则入于杂流而非儒。儒之为字从需,
需有二义:一以人言世所需也,士为四民之首,所谓以道得民也,此篇所以反覆明之有用也;
一以己言难进之义也,《易》曰“需不进也”,此篇所以反覆明儒之非干禄也。①

刘咸炘这段话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刘咸炘反对将《儒行》十七条语录看作孔门的十五或十六种

行为,认为十七条语录是一个完整体系,不可分割,体现了圣人思想的整体性与综合性②。这一观点

可以当成是对晚清时期文廷式、廖平等人的回应与纠正,其潜在的意思即是将《儒行》视为孔子之言。
第二层含义就是专为刚柔问题而发,可以当成是对章太炎等人的回应与纠正。刘咸炘主张《儒行》是
刚柔并济的,不宜偏于章太炎的“刚”,也不可偏于宋儒的“柔”,刚柔并济的主张其实反而更能准确地

展现儒家的中庸思想。所以刘咸炘没有像章太炎那样放弃《中庸》,他重新将《中庸》视为儒门宗旨,提
出“儒者之道,莫备于《中庸》”,其实这就是刚柔兼顾的体现。

当然,熊十力、刘咸炘等人并不只是在学术层面探讨《儒行》的义理思想,他们同样紧紧结合着时

代中的现实问题。熊十力提倡《儒行》的动机也是为了救治晚清民国时期的国民性,他一方面就《儒
行》文本的历史问题,对宋儒的性格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又针对现实中的世风问题,指出“吾国民元以

来,党人如敦《儒行》,则不至以私欲比党而祸国。行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友道固然。今之党人

犹当循斯纪。民国以来,党祸至烈,使《儒行》修明,当不至此”③。应该看到,在经典诠释史上,为《儒
行》做过辩护的学者基本都注意到了宋儒的问题,这是《儒行》诠释所绕不开的学术性质疑,但他们同

时也都试图借重《儒行》以救世。从熊十力的观点来看,他甚至注意到了友道与结党的问题。以此为

例,《儒行》主张仁义忠信高于世俗政治,“党人”如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即便身处政治当中,同样怀抱

有一颗超越世俗政治之心,亦即在政治党争之上犹有一个更高的仁义忠信所在。这其实也是黄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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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咸炘:《<儒行>本义》,《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1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刘咸炘还进一步明确地解释说:“后之学者,不睹圣人之全,亦鲜不窃窃以此为怪也。知毁之之说,而后知孔子之所以为言

矣。……孔子之行即儒行也,哀公岂不知之? 而有是问者,盖闻毁儒之言而不能无惑也。故孔子举十七义以明之,非儒有

十七种也,反复交互以完其义耳。”(见刘咸炘:《<儒行>本义》,《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1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熊十力对宋代风气的批判比较独特,他说:“宋承五季

衰乱,天下无生人之气,太宗思提倡《儒行》,诚有所感而然。但学风之激厉,端赖在野大儒以身作则,君主以虚文相奖,收
效有限。而北宋诸老先生,竟未有表章《儒行》者,程伊川且甚排斥之,《遗书》卷十七云:‘《儒行》之篇全无义理,如后世游

说之士所谓夸大之说,观孔子平日语言,有如是者否?’伊川为宋学宗师,其斥《儒行》如此,宜乎? 理学末流,貌为中庸,而
志行畏葸,识见浅近,且陷于乡愿,而不自觉其恶也。今世衰俗弊,有过五季,贪污、淫靡、庸暗、污贱、浮诳、险猜、毫无人

纪,吾为此惧,爰述《儒行》。”熊十力注意到了宋代之前的五代问题,认为宋代理学末流所导致的世风之弊,有其内在的历

史原因,这一洞见在《儒行》的诠释史上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在《儒行集传》中所着重阐论并且要向崇祯皇帝表明心志的,因为友道与结党的问题恰好与晚明时期

的君臣关系、黄道周自身的政治经历息息相关,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现实指向。所以如果说章

太炎的革命者姿态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尽相符,那么熊十力对《儒行》的提倡则相对接近晚明黄道周,更
加契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关切。

更为吊诡的是,熊十力提倡《儒行》的一个重要动机,也是来自晚明时代的问题。晚明黄道周重视

《儒行》力行求仁的品质,有一大原因是出于反思与救治阳明后学的流弊,因而倡导力行实行的实学精

神,这几乎是明末清初之际思想家们的共同呼声。但是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演变为后来的乾嘉朴学,
已养成笃实的学风,到了熊十力却还在批评三百年前的阳明后学狂禅的流弊①。因而有研究者称“熊
氏为后人称述的性格,正与四库馆臣所言黄道周‘负气敢言’的性格遥相唱和”,其实可以更进一步地

说,熊十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晚明黄道周对《儒行》的诠释。应该说,熊十力等人对《儒行》的诠释

更加切合儒门正旨,是对晚清民国时期偏重刚猛气质的一种反拨。
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这一阶段的儒者更加重视黄道周《儒行集传》的原因。例如经学大师唐

文治也十分推崇《儒行》,他对《儒行》的诠释基本沿袭黄道周的方法与思想,其诠释方法以易学为《儒
行》作解,唐氏自称“谨采黄先生说,参以己意,并发明本篇,通于《易》学之微言,士君子出处进退之节,
必取法于《易》。……以《易》义释《儒行》,圣贤之志也”;为“儒”的正名也是继承黄道周的观点:“儒者,
需也,四‘待’字皆所谓需也”。② 所以类似熊十力、刘咸炘的观点,唐文治也反对过度偏重于《儒行》的
刚猛气节,他创造性地将气节分为真伪二种,对其中过分的“伪气节”提出批评,而强调儒家的中和之

气。③ 这一辨析亦可视为对章太炎等人观点的批评与纠正,对纯正的儒门要旨的回归。
此外,还有唐文治的弟子陈柱也效仿黄道周《儒行集传》作《儒行集解》,其自序云:“黄石斋先生

《儒行传》历举古之贤士,最足廉顽立儒,唯所引过于繁,转令学者未易卒读,故今特约之。嗟乎! 今之

学者能以是为式,则贪鄙无耻之风可除,而民族之复兴其庶几可望乎。”④陈柱《儒行集解》的内容主要

是集郑玄注、黄道周传及其师唐文治的解释,其中尤以取用黄道周《儒行集传》为最。值得注意的是,
唐文治与陈柱师徒均意识到《儒行》具有救治人心之大用。晚清民国之际,现代性对传统儒家的价值

观构成极大冲击,人心逐于权力与器物,丧失了对人伦与政治的更高价值追求,而《儒行》中所蕴含的

仁义忠信的价值理念得到挖掘。而如此对《儒行》之义理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则是那些只执其刚毅之

气的观点所远不及的。可见,后续这一批学者相对于激进的章太炎等人而言,会更加看重《儒行》经典

的本旨,将《儒行》的诠释拉回儒家思想的正轨,表现为一种保守传统的态势。
综上所述,在重新确立《儒行》的经典地位之后,晚清民国学者由于特定时代的迫切需要,极力地

推崇《儒行》的刚猛气节,但一定程度上因过度侧重而有失原旨;后续的《儒行》诠释者则对此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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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熊十力指出:“两宋理学,大抵不脱迂谨,末流遂入乡愿。近人诋程、朱诸师为乡愿,此无忌惮之谈。但理学末流诚不佳,明
儒变宋,则阳明子雄才伟行,独开一代之风。然末流不免为狂禅,或气矜之雄,卒以误国。阳明教人,忽略学问与知识,其
弊宜至此也。《儒行》首重夙夜强学以待问,又曰博学不穷,曰博学知服,阳明却不甚注意及此,故不能无流弊。宋明诸儒

本无晚周儒者气象,宜其不解《儒行》也。”见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唐文治:《唐文治国学演讲录》,虞万里导读,张靖伟整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41页。唐文治重视

《儒行》,称:“宋朱子以《大学》《中庸》别列四书外,余最喜读《孔子闲居》与《儒行》二篇。《孔子闲居》篇性情教育,而《儒行》
则气节教育,人心之砥柱,世运升降之大坊。……其十六章大要皆在激励气节,而归本于仁。”(见唐文治:《唐文治国学演

讲录》,虞万里导读,张靖伟整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页。)唐文治对《儒行》的阐发,基本上沿袭黄道

周的观点,例如对“儒”的解释,黄道周即提出“古未有称儒者,鲁之称儒有道艺之臣伏而未仕者也,其首行曰待聘、待问、待
举、待取,待者需也,故儒之为言需也。”(见黄道周:《儒行集传》卷一,明崇祯三十六年刻本,第一页。)
唐文治并不是一味地肯定气节,而是对气节之真伪作出明确的区分:“儒有真伪,气节亦有真伪,真气节刚健而中和,伪气

节叫嚣而隳突,修己治人者不可不辨也。”(见唐文治:《唐文治国学演讲录》,第41页。)
陈柱:《儒行集解》,《学术世界》,1937年第2卷第4期。



与纠正,试图将《儒行》的诠释拉回纯正的儒家思想当中,体现了坚守儒门正旨的保守性。总之,晚清

民国时期对《儒行》的推崇,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包含着近现代以来儒者对“儒”的自我认

知,以及这一批儒者在面对时代问题时所提出的不同救世主张。即便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晚清民国

时期的时代问题并未获得完满解决,《儒行》对于救治世弊人心的巨大功用,或许可以继续不断地

挖掘。

OntheProminenceoftheLIJI-RUXING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Republic
ofChinaandItsSignificance

CaiJie
(DepartmentofPhilosophy,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P.R.China)

Abstract:AfterthattheConfuciansinSongDynastyputforwardtheideathatRUXINGisnotCon-
fucius’swords,RUXINGwasgenerallyquestionedinthesevenoreighthundredyearsofSong,

Yuan,MingandQingDynasties.AlthoughHuangDaozhouandLiErquaffirmedthevalueofthe
RUXINGinthelateMingandearlyQingDynasty,especiallytheVariorumofRUXING,which
waswrittenbyHuangDaozhou,wasnamedfortheRUXINGandConfucianism,thevoiceofques-
tioningstilloccupiedthemainstream.WiththeinterpretationofWangFuzhi,LuKuixunandYao
Jiheng,thequestioningbecamemoreandmoreintense.TherewasaninternalprocessfortheConfu-
cianscholarsinthelateQingDynastytore-establishtheclassicsoftheRUXING,whichcanbe
tracedbacktothecriticismofSongschoolbyLiGuangpoandKongGuangsen.InthelateQingDy-
nasty,ChenLi,WenTingshiandLiaoequallydealt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RUXINGandthe
seventyConfuciandisciples,thenKangYouweidirectlyregardedRUXINGasConfucius’doctrine,

andtheclassicauthorityofRUXINGwasfinallyrestored.Sincethen,theinterpretationofRUX-
INGhasenteredintotwoimportantstages.Duetotheurgentneedsofthetimes,ZhangTaiyan,

LinShu,etc.highlypraisedtherigidintegrityofRUXING,buttheylostitsoriginalpurpose.
Therefore,TangWenzhi,XiongShili,LiuXianxin,etc.madecriticismandcorrection,tryingto
pulltheinterpretationofRUXINGbacktoitspureConfucianthought,reflectingtheconservatism
ofstickingtothetruepurposeofConfucianism.
Keywords:RUXING;KongGuangsen;KangYouwei;ZhangTaiyan;XiongSh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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